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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与“政治神学之根”∗

———与张旭教授«走向“耶典与耶路撒冷”之耶路撒冷»共同思考

燕昭宇∗∗

【摘要】本文在张旭教授«走向“雅典与耶路撒冷”之耶路撒冷———
论犹太政治神学»一文的基础上,首先针对其文中可能存在的两个方法

和假设问题进行了讨论:一是指出“犹太(政治)神学”“旧约神学”“希伯

来圣经神学”之间的张力和歧异,二是指出不应简单地将冯􀅰拉德的

“传统史”范式与现代的文本—历史批判法及后现代的研究对立起来.
其次,本文聚焦当代«申命记»研究的两个核心问题,即申命神学对新亚

述帝国意识形态的“颠覆性接受”与«申命记»在五经文学史中的作为正

典和解释的二重性,以补正和丰富对«申命记»的政治神学分析,并在此

基础上强调了«申命记»在“祝福和咒诅”的程式中所体现出的盟约神学

的历史因果律,及其对“救赎历史”观念的重大影响.最后,本文还强调

不应将“政治神学之根”限定在«旧约»/«希伯来圣经»的一种单一传统

上,而应该在对申命学派与祭司学派以及启示文学、智慧文学和宗派文

献等各种传统的综合观照中,更完整地把握“雅典与耶路撒冷”之“耶路

撒冷”的来龙去脉.
【关键词】政治神学;旧约神学;传承史;冯􀅰拉德;«申命记»;以撒

哈顿继承条约;内在圣经解释

张旭教授的«走向“雅典与耶路撒冷”之耶路撒冷———论犹太政治神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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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写作系在蒙张旭教授惠赐大作并鼓励回应之下进行的,亦得到了山东大学董修元教授的支

持. 文章的部分内容来自两年前在 ElnathanWeissert先生的课堂讨论,并蒙他指示相关原始资料;在准

备中亦得到了 HannanelShapira、KishiyaHidaka、MoritzF．Adam 等师友的讨论,在此一并谨致谢忱,并

感谢两位匿名外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当然文责一概自负.
燕昭宇,苏黎世大学神学与宗教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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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耶路撒冷»)一文①是近年来中文学界首次对２０世纪著名神学家和旧约

研究大家冯􀅰拉德②的«旧约神学»进行系统梳理与介绍的一项相当重要的工

作,并由冯􀅰拉德的«申命记»解释入手,上升到了如何理解«希伯来圣经»所展示

出的关于上帝与以色列的拣选、立约、应许和救赎等最为重大的神学主题的讨

论,从而呈现出了“犹太政治神学之根”的深刻面貌,对推进中文学界理解施米特

与施特劳斯、“雅典与耶路撒冷”等当下最为关心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

意义. 首先,全文体大思精,视野开阔,从大处着眼(第一部分:探究犹太政治神

学的意义与途径),引入主题(第二部分:冯􀅰拉德的以色列传承史神学),转进到

较为具体的文本和观念梳理(第三部分:摩西第五经的历史传承),最终合于«申

命记»在其自身的传承史和古以色列史的互动中所产生的丰富的神学意涵(第四

部分:摩西传统、先知传统与犹太政治神学之根). 需要强调的是,该文不应当被

视为仅仅对冯􀅰拉德这位中文学界还不够熟悉的２０世纪思想学术大家的一篇

评介性文章,而应当视为以冯􀅰拉德的旧约神学为参考系和透视镜的、对«希伯

来圣经»(尤其是«申命记»和申命传统)的政治神学意涵和潜力进行较全面评估

的一篇研究性的大文章. 换句话说,不是简单地复述或转述“冯􀅰拉德说了什

么”,而是“我们能从冯􀅰拉德那里学到什么”,这应当作为阅读和评估该文的一

个首要的判断. 其次,文章展现出了作者宽阔的问题意识和广博的学术视野,其
所直接引用和提及的二手文献近百种,涵盖了２０世纪旧约研究中从威尔豪森开

始的大多数代表性的名家(包括一些较新的著作),也包括了在广义的犹太教研

究和现当代犹太哲学的领域内工作的重要学者,仅这份丰富的参考书目可能就

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中文学界管窥旧约研究和旧约神学领域的一把钥匙,
尽管不可避免地有一些重要的遗漏和遗憾(详见下文). 至于该文全部的可能的

价值和意义,应当放在中国学人思考“雅典与耶路撒冷”问题的长时段中去展开

和消化. 以下试从几个主要方面就笔者与此文共同关心的问题提出若干补充和

批评,以期形成有效的对话,进一步丰富我们的认识.

一、犹太神学、旧约神学,还是希伯来圣经神学?

«耶路撒冷»一文的一大高屋建瓴之处,即将«申命记»中所表达的以“耶和华

①

②

张旭ZhangXu,‹走向“雅典与耶路撒冷”之耶路撒冷———论犹太政治神学›[TowardsJerusalem
in“AthensandJerusalem”: OnJewishPoliticalTheology],收录于«犹太研究»第２２辑[JewishStudies
(２２)](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２３),１３５—１６７.

作者在全文中使用不加分隔符的“冯拉德”的译名,或许基于行文简便之故. 但按西人名姓通

则,GerhardvonRad当译为“格尔哈德􀅰冯􀅰拉德”,笔者仍选择加分隔符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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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敬拜”与“以色列独一拣选”为核心的盟约神学(CovenantalTheology)识别

为“原初意义上的‘政治神学’”,从而勾画出了在西方思想史和世界历史中可与

“希腊政治哲学”分庭抗礼的“犹太政治神学”的大传统. 这无疑是对“两希文明

传统”或“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的推进和具体化. 然而,笔者认为,«耶路撒冷»
一文在«申命记»所表达的盟约神学、(原初)政治神学和犹太(政治)神学这三个

概念之间,似乎有连接得过于容易之嫌,可能仍然需要对其间的微妙关系有更细

腻的辨析.
在一般的理解中,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就是基督宗教的«旧约»,由于«希

伯来圣经»(或«塔纳赫»)在犹太教中又具有无可比拟的圣书地位,因此旧约神

学、希伯来圣经的神学和犹太神学应当只是大同小异的同义反复. 然而这个问

题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关系到“我们在处理什么?”的问题域的界定. 当基督教世

界的学者说到«旧约»的时候,实际上总是隐含地预设着«新约»的存在. 因此,在
冯􀅰拉德所处的德语新教神学的学科谱系中,旧约神学的学科使命①,就是在与

新约神学相平行的意义上,一方面捍卫旧约圣经对于基督信仰的意义②,另一方

面从中找到关于创造、盟约、救赎计划、以色列的意义与使命,上帝与人及受造世

界的关系等核心神学问题的论述并形成体系化的说明. 对于包括冯􀅰拉德在内

的所有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上半叶在德语新教神学传统中工作的学者来说,这其

实是他们开展工作的“内在理路”. 另外,诚如作者已经注意到③,犹太教(拉比

犹太教)自身的思想和实践传统并非直接地和唯独地来自«塔纳赫»,而更主要的

是来自在与基督教分道扬镳(theGreatPartition)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诉诸“口

①

②

③

传统上,德语新教神学系的旧约学科划分为三个讲席亦即三个子学科:一是希伯来语(扩展到古

代近东的诸语言、历史与考古),二是释经学(文本研究与旧约文学史),三是旧约神学(含伦理学、神学人

类学等). 虽然历经时代变换,多有变动,且三者之间的关系亦非分明而是多有交叉,但在今天图宾根大

学、明斯特大学等较古老的神学科系中,仍然能看到这种经典三分法的影子.
其实在哈纳克复活早期教会的马西昂主义之前,由神学家蒂利希(PaulDilitsch)在１９和２０世纪

之交挑起的著名的“圣经—巴比伦之争”(BibelＧBabelStreit)已经预示了这种反犹主义倾向在２０世纪上半

叶的新教神学中强大的市场. １９世纪后半叶,由于楔形文字的破译和英法德土各国在伊拉克、叙利亚等

地丰富的出土文献成果,亚述学成为如日方升的显学,人们震惊地发现«旧约»中著名的“创世神话”“洪水

神话”等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均有其更古老的原型. 蒂利希据此提出,«旧约»在各种意义上其实都只

是伟大的巴比伦的文学艺术和思想的粗劣的赝品,配不上教化日耳曼人的使命,因此应当从德国的国家

宗教中清除出去,代之以日耳曼人自身的神话史诗. 其实这是在哈纳克复兴古代马西昂主义异端之前对

«旧约»在神学及新教教会中的合法性地位的一次更严重的冲击.
“到了２世纪«密释纳»和«塔木德»开始集结成典,拉比亚基巴(RabbiAkiba)大力推动犹太经文

统一运动.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平行孕育出‘拉比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会

两大传统,分别确立了«塔木德»和«新约»两大经典.”(张旭,‹走向“雅典与耶路撒冷”之耶路撒冷———论

犹太政治神学›,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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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律法”(口传托拉)的拉比传统①,包括从«密释纳»«革玛拉»,到中世纪的«经典

注疏集»(Perushim)、«四册法典»(ArbayimTorim)等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正典.
«希伯来圣经»在犹太教中的地位是微妙的,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是最高的权威和

一切启示的终极来源,另一方面在实际中却更多地被用作类似于“六经皆史”意

义上的古老的资料汇编和会堂、家庭中的权威礼仪的来源等.② 与此同时,由于

漫长的解释史和流散史,犹太教历史上并不存在单一的和集中的教理权威,这使

得犹太传统中的思想家在发展自身的论说时往往带有很大程度上的灵活性和个

体性(从迈蒙尼德到罗森茨维格都可见一斑),也可以将自己的主张包装在“注

疏”的外衣之下. 基于多方面原因形成的传统的多元性和灵活性,今天甚至形成

了一个连犹太学者都在反思的“怪相”:一直以来几乎没有“犹太圣经神学”这回

事.③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探讨“犹太政治神学”的话,那么很难离开任何一个

«圣经»文本或神学主张在其漫长的解释史和接受史中展开的维度,将整个犹太

文明史(特别是注意到第一圣殿与第二圣殿的断裂、早期犹太教/古典犹太教与

继之而起的拉比犹太教之间的断裂,大流散中不同的地域性犹太社群形成的不

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哈斯卡拉运动和锡安主义诞生后犹太内部的“古今之争”)纳

入视野之中,而单单从它在«希伯来圣经»中的某些原始表述出发加以阐释. 这

背后其实需要两个支持性的假设:其一,«摩西五经»(特别是«申命记»)中所表述

的排他性一神论等神学立场就是古以色列宗教史上的实情;其二,«申命记»或

①

②

③

如上一条注释中作者所指出的,重要的是认识到早期基督教和犹太教不是简单的“派生”关系,
仿佛犹太教是一个样子一直就在那里,只是基督教作为一个新兴教派逐渐分化了出去;而是要认识到基

督教和犹太教都是从第二圣殿犹太教(或“第二圣殿朱迪亚宗教”)中成长出来,在不断竞争与纠缠的关系

中逐 渐 平 行 形 成 的. 这 方 面 近 几 年 研 究 中 最 重 要 的 贡 献,参 见 DanielBoyarin, BorderLines: The
PartitionofJudaeoＧChristianity(Philadelphia,PA: 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２００７). 关于第二

圣殿犹 太 教 的 整 体 情 况, 参 见 ShayeCohen, FromtheMaccabeestotheMishnah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JohnKnoxPress,２０１４);ShayeCohen 沙 亚 􀅰 科 亨, «古 典 时 代 犹 太 教 导 论» [Fromthe
MaccabeestotheMishnah],郑 阳 ZhengYang译 (北 京 [Beijing]: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ChinaSocial
SciencesPress],２０１２).

可参阅最新的研究 RebeccaScharbachWollenberg,TheClosedBook: HowtheRabbisTaught
theJews (Not)toReadtheBible(Princeton, NJ: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２３). 作者写道:“如果

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密释纳»«塔木德»«米德拉士»的作者们对«希伯来圣经»的实际论述,就会发现拉比与

«圣经»的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虽然从理论上讲,早期拉比权威将新正典化的«希伯来圣经»确立为

犹太人生活的核心支柱,但许多早期拉比关于«圣经»文本及其地位的论述充其量只是矛盾的. 换句话

说,我们发现许多早期拉比权威喜欢«圣经»的理念,但对实际的«圣经»文本本身却不那么热衷.”(笔者

译)引自 RebeccaScharbachWollenberg, “HowtheRabbisTaughttheJews(Not)toReadtheBible,”

AncientJewReview, OnlinePublishing,２０２３.
参见 Jon D．Levenson, “WhyJews Are NotInterestedin BiblicalTheology?” inJudaic

PerspectivesonAncientIsrael (Philadelphia,PA: FortressPress,１９８７),２８１Ｇ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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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圣经»的权威文本中所反映的政治神学在犹太文明史上一直具有相对确

定和稳定的形态. 但这两个假设可能都是不够充分的.①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观察的重点是«申命记»的正典文本中所反映出的“原初

政治神学”的形态(而暂时搁置这种形态是否足以代表整个犹太神学/思想传统,
又是否在历史实在的维度上的确是犹太文明一以贯之的要素),那么对这种解释

性和描述 性 的 工 作 最 恰 当 的 表 述 应 当 是 “希 伯 来 圣 经 神 学” (Hebrew Bible
Theology,HBT),这也是一个今天逐渐受到不同立场背景的学者欢迎的中性的

术语.② 事实上,今日学界的«旧约»研究,其主体实际上是«希伯来圣经»研究,
即研究对象是以希伯来文写成的马所拉文本(MT),采用的也是犹太传统中２４
卷的书目编次,而不是大部分基督宗教中３９卷的书目编次. 这样一来,旧约学

科实际上自我转变成了一个跨宗派的(或无宗派的),基督教、犹太以及来自其他

信仰背景 的 学 者 可 以 共 同 工 作 的,以 语 文 学 (philology)、文 本 批 评 (textual
criticism)及比较文学研究为基本方法的实证性人文学科.③ 相应地,旧约神学

自身的边界与任务也面临着冯􀅰拉德的时代所不具有的危机和挑战,质言之:如
果旧约神学(或希伯来圣经神学)的本质只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的,那么它实际上

①

②

③

特别是,什么是犹太或犹太教? 这可能是一个很烦琐但无法避免要涉及的问题. 在威尔豪森、
韦伯和冯􀅰拉德的时代,“古犹太教”默认的就是«希伯来圣经»中所反映出的以独一神论为主要特征的宗

教系统. 相应地,包括威尔豪森在内的大多数当时学者用“晚期犹太教”(Spätjudentum,LaterJudaism)这

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来称呼他们认为在第一圣殿结束之后到耶稣之前兴起的以烦琐的仪式和律法为

特征的“背离了故犹太教的真精神”的犹太教,换句话说,是一种偏离、变异甚至是低劣版本的犹太教,内

中蕴含的基督教取代主义(Christiansuppressionism)和反犹倾向是不言自明的. 随着圣经学术的发展和

对反犹主义的清算,今天的学界意识到«希伯来圣经»中反映出的宗教系统是一个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
内部也十分多样化的理想化的系统,并不能以“古犹太教”笼统称之,也不能简单认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

过的 “古以色列宗教”(AncientIsraeliteReligion)的实情. (相反«圣经»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作为对古以色

列宗教的反思和反动而出现的,如先知们对偶像崇拜的谴责,恰恰说明偶像崇拜(而不是独一神论)才是

当时的宗教史 版 图 中 的 普 遍 和 一 般 现 象.) 相 应 地,学 界 转 而 以 “早 期 犹 太 教” (Frühjudentum,Early
Judaism)来称呼在流亡时代之后出现的第二圣殿犹太教,直至公元７０年的第二圣殿被毁、拉比犹太教形

成. 明明是同一段历史时期,在不到１００年的学术史中忽而是“晚期”忽而又是“早期”犹太教,这本身就

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参见 DalitRomＧShiloni, “Hebrew Bible Theology: A Jewish Descriptive Approach,” The

JournalofReligion９６(２０１６):１６５Ｇ１８４.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下文将提到的康拉德􀅰施密特(Konrad
Schmid)最新的«旧约神学»,出版时德文书名为«旧约神学»(TheologiedesAltesTestaments),而在两年

后译为英文时书名改为了«希伯来圣经的历史神学»(HistoricalTheologyoftheHebrewBible),这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希伯来圣经神学”相比“旧约神学”正在逐渐取得上风的趋向.
例如,一部今天 广 为 使 用 的 德 语 教 科 书 这 样 开 宗 明 义 地 指 出: “(旧 约 研 究) 是 一 种 俗 世 的

(profane)方法,它将圣经文本视作与其他文化史上的文本一样的文本,即由人写成、为人而写的书.”
[UweBecker,ExegesedesAltenTestamnts,５．Aufl．UTB２８６８(Tübingen: MohrSiebeck,２０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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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古以色列宗教史或宗教思想史区别何在?①就此而言,旧约神学也正处在面临

一个新的范式转移并重新自我确证的过程当中.
简要总结以上讨论,笔者认为,可以如此较好地重新梳理«耶路撒冷»一文中

若干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申命记»中所突出表达的以耶和华独一神论和以色

列独一拣选为支柱的盟约神学,构成了希伯来圣经政治神学的一种核心理解框

架,也在日后的犹太神学传统和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发展和裂变中扮演了关键角

色,从而为我们认识与希腊政治哲学传统相区别的希伯来政治神学大传统提供

了宝贵的参照与门径.

二、在历史批判和后现代之间:传承史是什么?

晚近以来,在尼采和施特劳斯的理路下对现代历史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是中

文学界的一项核心关切,这也进入了«耶路撒冷»一文的论述,作者写道:“为了对

抗圣经历史批判法切断犹太人和基督徒继续传承生存信念和文明方式的传统之

根,冯拉德重申了«希伯来圣经»中所表达的犹太历史神学观念的‘传承史神学’
立场.”②笔者部分同意这一判断,冯􀅰拉德的确是一位对历史批判法乃至更广

义上的历史主义进行了反思的思想家,但这里的表述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误

区,即仿佛圣经历史批判法真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意在切断犹太人和基督徒

①

②

这一趋势实际上在现代旧约学科的早期阶段就由来有自,正如卡尔􀅰马蒂 (KarlMarti)在他

１８９７年的«古以色列宗教史»(GeschichtederIsraelitischenReligion)序言中所说:“以色列宗教史,或旧约

神学,表达的是 同 一 个 概 念,即 关 于 旧 约 中 的 宗 教 与 伦 理 内 容 的 展 现 的 学 科.” [KonradSchmid, A
HistoricalTheologyoftheOldTestament(GrandRapids, MI:Eerdmans,２０１９),３３]在当代学术中,“以

宗教史代神学”这一思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莱纳􀅰阿尔贝茨(ReinerAlbertz)的两卷本大著«旧约时代以

色列 宗 教 史 »:ReinerAlbertz, ReligionsgeschichteIsraelsinalttestamentalicherZeit．２Bände．ATDＧ
Ergänzungsreihe８/１＋２(Gö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１９９２Ｇ１９９３)．对这种方法的批评性回应

可参考贝恩德􀅰雅诺夫斯基(BerndJanowski):“以色列宗教史研究的是«希伯来圣经»传统的历史背景及

其背后的宗教、文化和历史环境. 希伯来圣经神学则研究的是«希伯来圣经»传统的文学和编修的历史背

景及其 神 学 形 态.” [BerndJanowski, TheologieundexegesedesAltenTestaments, derHebräischen
Bibel: Zwischenbilanz und Zukunftsperspektiven, Stuttgarter Bibelstudien ２００ (Stuttgart: Verlag
KatholischesBibelwerk,２００５),１１１]

张旭,‹走向“雅典与耶路撒冷”之耶路撒冷———论犹太政治神学›,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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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之根”(甚至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这可能是不够确切和公

允的.①

历史本属于人的生存经验的常识性维度,无须等到现代历史主义产生,人们

才懂得可以对经典传世文本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 对«圣经»研究而

言,其实早在阿斯楚克之前,也早在斯宾诺莎和霍布斯之前,犹太解经家早就已

经发现了后来我们称为“底本假说”的问题(如«创世记»１章和２章的两个重复

版本的创造记载神名不同,语言有异,不似出自一人一时之手,只是他们尝试用

上帝选择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启示同一件事来化解这种张力而已). 现代

圣经历史批判只是采用了更先进和系统的方法来进行(历代解经家一直都在做

的)语文学的工作. 如果说这种批判极大地损害到了圣经传统在犹太人和基督

徒的“生存信念和文明方式”,实际上是后者已然受到启蒙和世俗化侵袭之后作

出的应激反应.② 对圣经信仰的冲击并不主要来自高等圣经批判,而是来自整

个世俗化和理性化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氛围.③ 冯􀅰拉德固然不可能同意利用历

史批判对«圣经»文本进行激进反传统意义上的解构,但他的“传承史”神学本身

无疑还是一种历史神学,他的研究也实质性地建立在从威尔豪森、衮克尔到他的

老师奥尔特和同事马丁􀅰诺特的一系列历史批评研究的成果之上(就对«申命

记»的研究而言,马丁􀅰诺特提出的申命历史假说之于冯􀅰拉德更是具有根本上

的启发意义). 实际上,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学界看来,所谓的“三种古典范式”[来

①

②

③

冯􀅰拉德之前和同时代的三位历史批判法大师威尔豪森(JuliusWellhausen)、衮克尔(Hermann
Gunkel)和马丁􀅰诺特(MartinNoth),其实没有一位像作者说的那样把“以色列人所坚信的上帝的作为、
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立约等贯穿于整个以色列兴衰成败历史中的宣讲和叙述”看成是 “过时的神话而

已”———这句话可能更适用于施特劳斯这样“为反而反”的激进启蒙分子,但即使是施特劳斯也认为耶稣

(在人的意义上)是伟大的宗教家和人道主义的教师(换句话说,是启蒙知识人的先驱). 衮克尔认为将以

色列的各种小文学传统(神话、传说、传奇、寓言、小故事)收集起来并汇编成摩西五经的是一位无名的像

格林兄弟一样的文化巨匠. 马丁􀅰诺特更认为申命历史的作者(在他看来是一位作者完整地从头到尾编

写了从«约书亚记»到«列王纪»的内容)是一位几乎比希罗多德更杰出的历史学家. 很难说冯􀅰拉德之前

的这几位历史批评巨匠有谁真的主观明确地意在斩断这种“传统之根”.
其实基要主义/原教旨主义和许多类似的宗教复兴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的现象,其声称自

己是拒绝虚无主义、保守某种“原汁原味”的圣经传统,逐字逐句地理解和遵守«圣经»的“字面意思”. 但

真的去看历史的话,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历史上其实一直懂得灵活地解经,时而读字面意思,时而读引申意

思、寓意意思,实在不好解的就把它遮掩应付过去. 没有“古人”是狭义的基要主义者,相反这个现象恰恰

是现代的产物,是作为世俗化的反题才出现的.
如同布尔特曼的名言:“一个人不可能一边用着电灯和收音机,用着现代医学和外科手术治疗疾

病,一边还笃信着«新约»中的神灵和奇迹. 任何宣称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必须意识到,如果他宣

称这是基督信仰的态度,那么他就是在 使 基 督 信 仰 变 得 不 可 理 喻 和 不 可 能.”参 见 RudolfBultmann,
“Neues Testamentund Mythologie: Das Problem der Entmythologisierung derneutestamentlichen
Verkündigung,”OffenbarungundHeilsgeschehen(BEvTh７, München,１９４１),２７Ｇ６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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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批评(威尔豪森),形式批评(衮克尔),传统批评(冯􀅰拉德)]被统称为“历史方

法”(historicalcriticisms),从而区别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流行起来的各种“正典

进路”,即只关注文本的最后形式的文学研究方法.① 因此,将冯􀅰拉德的传承

史方法和历史批判对立起来,可能是不够客观的.
另外,作者写道:“冯拉德的传承史的旧约神学范式,既吸收了«圣经»的历史

批判和形式批判的成果,又最大限度地阐发了«希伯来圣经»及其编纂史的犹太

政治神学的意义,有助于抵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作为集体记忆和文化记

忆的传统的大清洗.”②笔者完全理解作者所言“大清洗”的题中之义,但为了避

免这个比较严重的断语为中文学界留下这些研究仿佛均别有用心且影响恶劣的

刻板印象,不免要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圣经研究说两句“公道话”. 就

旧约研究而言,“现代主义”的研究往往指的是前述从１９世纪开始的语文学方

法,目前仍是欧陆学界的主导范式;相应地,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范式大多是集中

在英语学界,强调«圣经»的“去中心化”即没有一个单一的、绝对的视角(尤其是

白人、男性、新教徒、欧洲中心的视角),而是强调«圣经»中所蕴含的各种可能的

解释学的维度和思想上的潜力. 例如,女性主义的解读挖掘出了«圣经»(与其他

古代文学相比)女性角色异常地多且作用突出的这一向度③;生态主义的解读强

①

②

③

«耶路撒冷»一文将柴尔兹的“CanonCriticism”译为“经典批判”,这是不正确的. 目前已有汉语

译著将其称为“正典批评”或“正典鉴别学”应是更优的译法,例如:T．D．AlexanderT．D．亚历山大,«摩西

五经导 论: 从 伊 甸 园 到 应 许 之 地 » [From ParadisetothePromisedLand : AnIntroductiontothe
Pentateuch],刘平 LiuPing、周永 ZhouYong译 (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Renmin
Chubanshe],２００８). 柴尔兹强调将传统最终确立下来的“正典” 作为研究的对象,即不再关注正典确立

之前可能存在但无法证实的各种来源、底本、编修过程,而是关注最终被传统所确立下来的文本的“最后

形式”(finalform). 这实际上可以说是对冯􀅰拉德的传统史或传承史(Überlieferungsgeschichte)的一种

延伸(尽管这种延伸在放弃了文本—历史批判的意义上可能看似是对德语传统相当激进的背反),有趣的

是,柴尔兹本人正是冯􀅰拉德的学生,两者之间的关系亦非简单的德语和英语/欧陆与北美学术传统的对

立关系. 关于正典批评方法的综合评价,参见JamesA．Sanders, CanonandCommunity: AGuideto
CanonicalCriticism (Philadelphia, PA: FortressPress, １９８４); MarkG．Brett, BiblicalCriticismin
Crisis?TheImpactoftheCanonicalApproachonOld TestamentStudi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１).

张旭,‹走向“雅典与耶路撒冷”之耶路撒冷———论犹太政治神学›,１４８.
在这一点上,«新约»的接受本身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说明. 在«马太福音»１章的耶稣家谱中,在

清一色的男性家谱中打破格式,特别插入了四位«旧约»中的传奇女性:他玛、喇合、路得、拔士巴. 再加上

米利暗、底波拉、户勒大、以斯帖、犹滴等众多的女先知、女英雄的形象,我们不难注意到«希伯来圣经»本

身提供了一个在其古代文化背景中异常丰富的女性人物的谱系和语料库. 这正是女性主义方法可以大

有可为的地方,并不是女性主义释经发明出来的“另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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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圣经»中蕴含着区别于希腊形而上学的对自然的神学理解①;解放神学和后

殖民主义的解读凸显了«圣经»中强调平等、社会正义和为弱小者发声的在古代

世界独特的意识形态;等等. 大多在这些新方法和新框架中工作的学者并不是

仅仅拿着某些当代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来故弄玄虚,而是真实地挖掘出了«圣

经»文本内部一些过去不够被重视的被掩盖和压抑的“执拗的低音”②. 在这个

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反而会起到保全和激活(被压抑的)文化记忆的作用,而不是

对其进行“大清洗”.
作者认为,冯􀅰拉德的传承史神学代表了一种在历史批判和后现代主义之

间的“中间立场”,既不过分激进又不过分保守,“最大限度地把«希伯来圣经»中

的摩西传统、先知传统和弥赛亚主义的意义展示给我们”,从而在诸家之中对于

今天的我们来说最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笔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意这个判断,但希

望提出,如果我们能对冯􀅰拉德之外(尤其是之后③)立论的其他各家的德语旧

约神学也有一个较全面的把握和比较的话,就会更加全面和周详———特别是考

虑到冯􀅰拉德的«旧约神学»毕竟已是一部７０年前的著作,而德语旧约学术在这

７０年间已有长足的发展. 这不应苛求作者,而应当作为学界进一步努力的方

①

②

③

人与非人受造世界之间并非主体与客体、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人被赋予了“修理看守”
(«创世记»２:１５)这个上帝看为“好”(«创世记»１:１２,２５,３１)的受造世界的义务. 与主体形而上学相反,旧

约人类学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并不认为人在存在的目的论阶序上必然高于受造世界:人固然是唯一有“神

的灵/气”、按“神的形象”被造的活物,但人被赋予这种特殊性的原因并不是为了人的益处,而是为了服务

这个原本“好”的创造秩序. 从这一思路出发,«旧约»显然具有在当代回应与克服生态危机背后的形而上

学问题的巨大思想价值.
例如,女性主义神学家发现«圣经»中在语言上最为古老的三首古风诗歌———«出埃及记»１５章的

“米利暗之歌”、«士师记»５章的“底波拉之歌”、«撒母耳记上»２章的“哈拿之歌”,均出自(或被归为)女性

角色的创作. 这很可能反映出在早期以色列的文化传承中,女性诗人/歌者扮演着守护和传递集体文化

记忆的核心作用,只是随着书写文化的发展,在从口头传统向书面传统的过渡中,男性文士才逐渐后来居

上. 对这些“执拗的低音”的挖掘显然可以丰富我们对古以色列宗教和圣经神学的实质性理解,也并不与

信仰社群传统的教理/核心信念相矛盾. 这并不是作者说的, “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解构犹太政治神学的基

本观念为前提的”(张旭,‹走向“雅典与耶路撒冷”之耶路撒冷———论犹太政治神学›,１４８).

WiBiLex中的“旧约神学”(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词条将这一学科的学术史分为四个

阶段,分别是“１８ 世 纪”、 “１９ 世 纪”、 “从 ２０ 世 纪 初 到 瓦 尔 特 􀅰 艾 希 洛 特” (Vonder Wendezum２０．
JahrhundertbisWalterEichrodt)和“冯􀅰拉德”, 冯􀅰拉德自己独占一个历史阶段,足见其影响力之深远,
参见 ErnstＧJoachim Waschke, “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inDaswissenschaftlicheBibellexikon

imInternet (WiBiLex,２０１４). 又如杰斯珀􀅰赫根海文(JesperHøgenhaven)写道:“冯􀅰拉德的«旧约神

学»出版后,(新的)旧约神学的出版停止了整整十年.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无法确定这种停顿是不

是由于冯􀅰拉德著作的影响. 但毫无疑问,他的９８５页的巨著很可能让一些雄心勃勃的后继者们顿时失

去了勇气.”参见JesperHøgenhaven, ProblemsandProspectsofOldTestamentTheology, BibSem６
(Sheffield:JSOTPress,１９８７). 这无疑体现出了冯􀅰拉德及该书巨大的影响,不过我们也应该想到,那

么那些在之后还是陆续出版了的旧约神学著作,一定必有其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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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此处仅提及若干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TheologischeGrundstrukturendes
AltenTestaments(１９７２)、GrundrissderalttestamentlichenTheologie(１９７８)、Theologie
DesAlten Testamentsin Grundzügen (１９７８)、Der Gottdes Alten Testaments:

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Wesenund Wirkung(１９９３)、TheologiedesAlten
Testaments(１９９９)、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２０１５)①,以及最重要的最新著作

AHistoricalTheologyoftheHebrewBible(２０１９)②.

四、«圣约»与独一效忠:«申命记»的神学维度

如果说«耶路撒冷»一文有最大的不足和遗憾的话,那就是在对«申命记»的

文本和神学探究部分,如能更充分地吸纳近年学界关于«申命记»和申命学派

①

②

GeorgFohrer, TheologischeGrundstrukturendesAltenTestaments, TheologischeBibliothek
Töpelmann２４ (Berlin: De Gruyter, １９７２); WaltherZimmerli, Grundrissderalttestamentlichen
Theologie (Stuttgart: Kohlhammer,１９７８;１９９９ [７．Aufl．]); ClausWestermann, TheologieDesAlten
TestamentsinGrundzügen, GrundrisseZumAltenTestament６(Gö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

１９７８;１９８５[２．Aufl．]); OttoKaiser, DerGottdesAltenTestaments: TheologiedesAltenTestaments．
Wesenund Wirkung, ３Bände (Göttingen: VandenhoeckundRuprecht, １９９３Ｇ２００３); RolfRendtorff,

Theologiedes Alten Testaments, ２ Bände (NeukirchenＧVluyn: Neukirchener,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 Jörg
Jeremias, Theologie Des Alten Testaments, Grundrisse Zum Alten Testament ６ (Gö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２０１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德语旧约神学著作中,只有采取正典阅读进路的

伦特多夫的著作(以及下揭的施密特的新著)很快就有了英译本:RolfRendtorff,TheCanonicalHebrew
Bible:ATheologyoftheOldTestament,trans．DavidE．Orton, ToolsforBiblicalStudy７ (Leiden:

Deo,２００５) ,并在英语世界取得了较大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天英语和德语旧约神学“互不统

属”、各自发展的程度.
在施密特的旧约神学的理论部分,冯􀅰拉德是最集中被对话和批评的对象,这也从一个侧面也

反映出了其持久的影响力. 参见 KonradSchmid, A HistoricalTheologyoftheHebrewBible,３６Ｇ５２;

KonradSchmid,IsThereTheologyintheHebrewBible? (WinonaLake,IN: Eisenbrauns,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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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eronomisticSchool)①、申命历史(DeuteronomisticHistory)②的重要研究

成果,将无疑使本文的论说大为增色. 因为诚如作者所言,该文的目的是透过

«申命记»来读解圣经政治神学的基本要义,而不仅仅是对冯􀅰拉德的«申命记»
评述的评述,所以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在资料的掌握上有超出冯􀅰拉德的水平和

视野. «申命记»这个冯􀅰拉德倾注甚多的文本,恰好是近２０年旧约学界讨论得

最如日中天的若干热点话题之一. 因此,这里就两个最主要的问题加以介绍和

①

②

冯象先生将其译为“申命宗”,参见冯象 FengXiang,‹人类在前机器智能社会,在精神领域的最

后冲刺›[Humanity􀆳sFinalPushintotheSpiritualRealminaPreＧMachineIntelligenceSociety],于«澎湃

新闻»[ThePaper],２０２４年４月２９日[April２９,２０２４]. 是否在古以色列宗教史上真实存在这样一个有

形的、有组织的“学派”,还是只是更大的、不同时期的知识群体分享了这种语言和神学特征的一种表现?
或者说,“申命学派”这个术语背后有一个实体还是只是一个空名,存在不同的意见. 最重要的当代批评

参见 Thomas Römer, TheSoＧCalled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A Sociological, Historical, and
LiteraryIntroduction (London: T&TClark,２００７).

近年来,学界对于马丁􀅰诺特的“申命历史假说”提出了更多的批评性探讨. 在诺特的假说中,
是由一位像太史公司马迁一样的单一的申命学派史家,在广泛汇集他所能利用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独

立创建/编集了从«约书亚记»到«列王纪下»的整部以色列史书. 然而,一旦注意到这四部大型汇编作品

(compositions)在内部风格、语言乃至神学上的多样性的话,这种单一作者理论就很难维持下去,反而,这

四部作品 之 间 具 有 共 同 语 言 和 神 学 特 色 的 篇 章 倒 更 像 是 后 来 的 申 命 学 派 修 订 (Deuteronomistic
redaction)的结果. 在诺特假说被引进到北美时,哈佛学派的克罗斯(F．M．Cross)略加修改提出的 “双重

编辑理论” (即«约书亚记»«列王纪下»是两次申命历史汇集/两位申命学派史家的作品,分别称为 Dtr１和

Dtr２)是英语学界影响最广的理论,参见F．M．Cross,“TheThemesoftheBookofKingsandtheStructure
oftheDeuteronomisticHistory,”inCanaaniteMythand Hebrew Epic: EssaysintheHistoryofthe
ReligionofIsrae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１９７３), ２７４Ｇ２８９. 其 弟 子 纳 尔 逊

(RichardNelson)随后以专书扩展了克罗斯的理论,参见RichardD．Nelson,TheDoubleRedactionofthe
DeuteronomisticHistory,JSOTSup１８(NewYork, NY: T&TClark,１９８１). 另外,以斯门德(Rudolf
Smend)为首的哥廷根学派则提出了“多重编辑理论”或“哥廷根假说”,类似于一个书卷的“流水加工车

间”,认为申命历史的形成是在申命学派内部的不同作者/圈子之间,在一个相对很短的时间内依次集中

完成的,有形成基本叙事结构的 DtrG,重视律法维度的修订者 DtrN,重视祭司/崇拜维度的修订者 DtrP
(其中似乎 又 可 以 区 分 出 DtrP１和 DtrP２),等 等,参 见 RudolfSmend, “TheLawandtheNations: A
ContributiontoDeuteronomisticTraditionHistory,”inReconsideringIsraelandJudah:RecentStudies
ontheDeuteronomisticHistory,eds．GaryN．KnoppersandJ．GordonMcConville(WinonaLake,IN:

Eisenbrauns,２０００),９５Ｇ１１０. 除此之外,亦有许多学者试图提出替代理论以解释申命历史的形成(无论

是否认为这一文本汇集真实存在),包括IainWProvan、NobertLohfink,以及上揭ThomasRömer等. 在

最新的研究中,一种呼吁是彻底放弃对诺特假说的修修补补,不再试图称其为“申命历史”,参见 Christian
Frevel, “DeuteronomistischesGeschichtswerkOderGeschichtswerke?:DieTheseMartinNothsZwischen
Tetrateuch, HexateuchUndEnneateuch,”inImLesenVerstehen:StudienzuTheologieundExegese,

BZAW ４８２ (Berlin: De Gruyter, ２０１７), ３３Ｇ６２; Konrad Schmid, “Deuteronomy within the
‘DeuteronomisticHistories’inGenesisＧ２Kings,”inDeuteronomyinthePentateuch, Hexateuch,andthe
DeuteronomisticHistory,eds．KonradSchmidandRaymondF．Person,Jr．,FATII５６(Tübingen: Mohr
Siebeck,２０１２),８Ｇ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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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以期更进一步丰富我们对«申命记»政治神学的认识.

(一)«以撒哈顿继承条约»与«申命记»的“颠覆性接受”

在冯􀅰拉德的时代,流 行 的 观 点 是 门 登 霍 尔 (GeorgeE．Mendenhall)在

１９５４年发 表 的 «以 色 列 传 统 中 的 圣 约 形 式» (“CovenantFormsinIsraelite
Tradition”)①一文中对«申命记»与考古发现的古代赫梯帝国(约公元前１６００—
前１２００年)的宗藩条约进行比较的框架. 这种宗藩条约总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格

式:(１)历史引言;(２)明确立约双方的身份;(３) 宗主和附庸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４)祝福和咒诅(遵守条约的好处和破坏条约的下场);(５)关于条约的保存等的

附录. 研究发现,«申命记»似乎也完整地具有这种宗藩条约的格式和特征,只不

过把它表现为耶和华和以色列之间的“宗藩”(suzerainＧvassel)关系. 然而,由于

赫梯帝国兴盛于青铜时代中晚期,在公元前１２００年左右的“文明大崩溃”中即已

解体②,与«申命记»和申命学派最早形成的时间(约西亚王时期,约公元前６２１
年)尚有七八百年的时间差,在缺乏中间链条的证据的情况下,是难以假设从赫

梯的宗藩条约到«申命记»的盟约神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和继承的链条的,
而只能诉诸某种宽泛的“古代近东条约文化”,并假定这种条约文化普遍存在于

从青铜时代到以色列和犹大王国时代的近东世界.
然而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是在５年后即１９５９年由亚述学家怀斯曼

(D．J．Wiseman)发表的在１９５５年尼姆鲁德(亚述首都尼尼微)的神庙废墟中发

现的«以撒哈顿继承 条 约» (当 时 称 为 “TheVassalＧTreatiesofEsarhaddon”,

VTE;后通称为“Esarhaddon􀆳sSuccessionTreaty”,EST).③ 这份文件是在亚述

王以撒哈顿(与犹大王希西家、玛拿西同时代)执政第９年(公元前６７２年)册封

其子亚述拔尼巴为太子(crownprince)的加冕仪式上,以撒哈顿与各路诸侯、藩

属签订的盟约,要求他们在日后效忠太子亚述拔尼巴. 由于此前亚述帝国的王

位继承常常引发政治危机———萨尔贡二世(SargonⅡ)死于战场,其子西拿基立

(Sennacherib)系在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继位,引发混乱;西拿基立又死于其子

①

②

③

George．E．Mendenhall, “CovenantFormsinIsraeliteTradition,”Iraq１７(１９５４):４９Ｇ７６．
EricH．Cline, １１７７ B．C．: The Year Civilization Collaps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５)．EricH．Cline埃里克􀅰克莱因,«文明的崩塌:公元前１１７７年的地中海世界»
[１７７B．C．: TheYearCivilizationCollapsed],贾磊JiaLei译(北京[Beijing]:中信出版社[CITICPress],

２０１８).

D．J．Wiseman, “TheVassalＧTreatiesofEsarhaddon,”Iraq２０(１９５８):１Ｇ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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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达穆里苏(UrdaＧMulissu)策划的宫廷政变①,引发以撒哈顿与后者之间长达

数年的内战. 因此,以撒哈顿采用了与“天下诸侯”签订继承条约这种开创性的

方式,早早明确亚述拔尼巴的唯一继承人地位. 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份继承条约

中出现了诸多与«申命记»在结构、风格、语言和神学上的平行(为求行文简便,此
处不做语言学的分析,仅呈现笔者的译文)②:

EST１８８Ｇ１９７:当那日,你们的主亚述王以撒哈顿驾崩的时候,你们要

以伟大的王子亚述拔尼巴为你们的王和你们独一的主.他要在你们中间行

使权柄,施行审判,奖赏那些当奖赏的,惩罚那些当惩罚的.

EST２６６Ｇ２７４:你们要爱亚述拔尼巴③,以撒哈顿之子,你们的主,像爱

你们自己一样.你们不可在他之外效忠别人,不管是他的兄弟、他母亲的其

他儿子,还是别的什么人,也不可对他说任何僭妄的话,不可举起你们的手

与他反对,也不可在他面前犯罪,总要听从他的一切诫命.

EST３８５Ｇ３９６:当你们站在这誓约前的时候,你们不可只是用你们的口

宣誓,而是要用你们全部的心宣誓.你们还要将这誓约教导给你的儿子们

和你儿子们的儿子们,好让他们明白.从今后直到永远,亚述是你的神,伟

大的太子亚述拔尼巴是你的主.

对«申命记»比较熟悉的读者不难一眼看出,这里的关键措辞与«申命记»中

关于耶和华独一崇拜及耶和华和以色列之间的排他性关系的表述,具有高度的

重合性. 同样尤为惊人的是,在«申命记»２８章中列举了诸多“背约的咒诅”,即

违背圣约的以色列人将要面临的诸多灾祸,其与EST中同一位置上的咒诅段落

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具体的顺序上都相同. 这大大加强了«申命记»与 EST的

直接文本依赖性(directtextualdependence)的可能性.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

①

②

③

参见SimoParpola, “TheMurdererofSennacherib,”inDeathinMesopotamia,ed．BendtAlster
(Copenhagen: AkademiskForlag, １９８０), １７１Ｇ１８１; EckartFrahm, “Family Matters: Psychohistorical
ReflectionsonSennacheribandhisTimes,”inSennacheribattheGatesofJerusalem:Story, History,

andHistoriography,eds．IssacKalimiandSethRichardson, CultureandHistoryoftheAncientNear
East７１(Leiden: Brill,２０１４),１６３Ｇ２２２.

据帕尔波拉(SimoParpola)的在SAA中整理点校的阿卡德文转写文本(transcription)译出,并参

考了他给出的英译文,参见 SimoParpola, KazukoWatanabeeds．,StateArchivesofAssyria Ⅱ: NeoＧ
AssyrianTreatiesandLoyaltyOaths (Helsinki: Helsinki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８),２８Ｇ５８.

这条内容特别值得重视. 因为在此前的“古代近东盟约文化”中,并不存在对“爱”这个概念的盟

约性和政治性使用. 只有在 EST和«申命记»中,“爱”意味着被规定的不只是具体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全

方位、无保留、从内而外的无条件的服从关系. 首先注意到这一点的是 WilliamL．Moran, “TheAncient
NearEasternBackgroundoftheLoveofGodinDeuteronomy,” TheCatholicBiblicalQuarterly ２５
(１９６３):７７Ｇ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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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伴随着这个新发现涌现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至今专著就有近１０部,
论文更是层出不穷.① 学者的立场可以粗略地分为“强硬派”和“温和派”:前者

认为鉴于如此之多且明显的文本证据,可以断定«申命记»中的核心神学框架就

是对EST的二次创作,以当今«申命记»和«旧约»法律研究权威、慕尼黑大学的

奥托(EckartOtto)②、明尼苏达大学的列文森(BernardM．Levinson)、芝加哥大

学的斯塔克特(JefferyStackert)③等为代表;而后者认为现有的文本证据能够说

明强烈的影响和接受关系,但还不能断言直接的文本关系,以荷兰拉德堡大学的

克劳奇(C．L．Crouch)④为代表.
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认为公元前６７２年的阿卡德语的 EST以某

种方式为同时而稍后的犹大文士所了解和阅读,那么我们能否掌握这种文本流

传的直接物理证据(谁、什么时候、怎样翻译了这份文件并带到了犹大)? 感谢地

①

②

③

④

在莫兰(WilliamL．Moran)之 外,最 早 注 意 到 EST 与 申 命 记 可 能 存 在 密 切 联 系 的 有 Moshe
Weinfeld, “TracesofAssyrianTreatyFormulaeinDeoteronomy,” Biblica４６ (１９６５): ４１７Ｇ４２７; R．
Frankena, “TheVassalＧTreatiesofEsarhaddonandtheDatingofDeuteronomy,” inKafＧHē: １９４０Ｇ
１９６５,ed．P．A．H．deBoer, OudtestamentischeStudiën１４(Leiden:Brill,１９６５),１２２Ｇ１５４. 近年较重要的

研究包 括:ChristiphKoch,Vertrag, TreueidundBund: StudienzurRezeptiondesaltorientalischen
VertragsrechtsimDeuteronomiumundzurAusbildungderBundestheologieimAltenTestament,BZAW
３８３(Berlin: De Gruyter, ２００８); Gary N．Knoppers, “The Northern ContextoftheLawＧCodein
Deuteronomy,” Hebrew Bible and AncientIsrael ４ (２０１５): １６２Ｇ１８３; Laura Elizabeth Quick,

Deuteronomy２８andtheAramaicCurseTradition (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 ２０１８); Karen
Radner, “NeoＧAssyrianTreatiesasaSourcefortheHistorian:BondsofFriendship,theVigilantSubject
andthe Vengeful King􀆳s Treaty,” in Writing NeoＧAssyrian History: Sources, Problems, and
Approaches,eds．G．B．Lanfranchietal．, StateArchivesofAssyriaStudies３０ (Helsinki: TheNeoＧ
AssyrianTextCorpusProject,２０１９),３０９Ｇ３２８;以及下文将提到的几位学者的著作.

见奥托关于«申命记»的两部权威研究:EckartOtto, DasDeuteronomium:PolitischeTheologie
undRechtsreforminJudaundAssyrien, BZAW ２８４ (Berlin: DeGruyter, １９９９); EckartOtto, Das
Deuteronomiumim Pentateuchund Hexateuch: StudienzurLiteraturgeschichtevonPentateuchund
HexateuchimLichtedesDeuteronomiumrahmens, FAT３０(Tübingen: MohrSiebeck,２００１)．

参 见 Bernard M．Levinson, “Esarhaddon􀆳sSuccession TreatyastheSourcefortheCanon
FormulainDeuteronomy１３:１,” 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１３０ (２０１０): ３３７Ｇ３４７; U．
Steymans, “Deuteronomy２８andTellTayinat,”VerbumetEcclesia３４ (２０１３):１Ｇ１３;JeffreyStackert,

DeuteronomyandthePentateuch, TheAnchorYaleBibleReferenceLibra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Press,２０２２).

参见 Jeremy M．Huttonand C．L．Crouch, “Deuteronomyasa Translation of Assyrian
Treaties,” Hebrew Bibleand AncientIsrael 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Ｇ２５２; C．L．Crouch, Israeland The
Assyrians: Deuteronomy, the Succession Treaty of Esarhaddon, andthe Natureof Subversion
(Atlanta, TA: SBLPress, ２０１４); C．L．Crouch, TheMakingofIsrael: CulturalDiversityinthe
Southern Levant and the Form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 Deuteronomy, Vetus Testamentus
Supplements１６２(Leiden: Brill,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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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宝,考古新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这一假设. １９５５年学者发现的 EST 的版本

出土于尼尼微的宫廷中,随后的几十年中,陆续在伊朗高原西部(今属阿塞拜疆)
的布坎(Bukan)发现了与 EST 内容重合的 BukanStele①,在土耳其东南部(今

与叙利亚交界)的费赫里耶(TellFekheriye)也发现了 EST 的副本②,表明这份

条约不仅仅是一份“文学创作”,确实在当时广为传抄并由各路诸侯带回本国.

２０１２年,考古学家在黎凡特地区叙利亚西南部的 TellTa􀆳yinat发现了 EST 的

最新副本③,这样一来,拼图的最后一块就完整了. 我们可以确知 EST 在当时

的流通范围遍及亚述帝国的东、北、西方向. 由于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犹大在玛拿

西时代是亚述的忠实附庸④,并两度出人出力参与了以撒哈顿的埃及征讨,那

么,在册立亚述拔尼巴为皇太子的加冕仪式上,犹大王玛拿西或他的代表到场赴

会并签署了一份EST的副本带回犹大,存放于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就像在

TellTa􀆳yinat一样,是完全合理并可采信的. 更有意思的是,TellTa􀆳yinat的

EST副本是双面书写在一块泥版上的,泥版顶部有一小孔,结合它出土的位置,
可以断定这份副本是用绳子悬挂在 TellTa􀆳yinat城邦的神庙当中(因此正反面

书写),好便于附庸国王“昼夜诵读,常记心中”,正如EST文本所说的那样.⑤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AndréLemaire, “Uneinscriptionarame􀆳enneduVⅢeAVJ．ＧC．TrouvéeàBukân,”Studia
Iranica２７(１９９８):１５Ｇ３０;IsraelEph̒al, “TheBukānAramaicInscription: HistoricalConsiderations,”

IsraelExplorationJournal４９(１９９９):１１６Ｇ１２１.
参 见 C．L．Crouch and Jeremy M．Hutton, Translating Empire: Tell Fekheriyeh,

Deuteronomy,andtheAkkadianTreatyTradition,ForschungenZumAltenTestament１３５(Tübingen:

MohrSiebeck,２０１９).
参 见 Jacob Lauinger, “Esarhaddon􀆳s Succession Treaty at Tell Tayinat: Text and

Commentary,”Journalof Cuneiform Studies ６４ (２０１２): ８７Ｇ１２３; Frederick Mario Fales, “After
Ta􀆳yinat: TheNewStatusofEsarhaddon􀆳sAdêforAssyrianPoliticalHistory,” Revued􀆳Assyriologie
１０６(２０１２):１３３Ｇ１５８.

主要的证据包括以撒哈顿王室铭文 (royalinscription)中对犹大王玛拿西的多次提及,[收入

MordechaiCoganed．, TheRaging Torrent: HistoricalInscriptionsfrom Assyriaand Babylonian
RelatingtoAncientIsrael (Jerusalem: CartaPublishing,２０１６)], 玛拿西时代的犹大出土的大量亚述风

格的器物、印章,以及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亚述 “总督府” 等. 简明扼要的综述可参阅 ErnstAxelKnauf,
“TheGloriousDaysofManasseh,”inGoodKingsandBadKings,ed．,LesterL．Grabbe,LHBOTS３９３
(London: T&TClark,２０１０),１６４Ｇ１８８.

参见 KazukoWatanabe, “Esarhaddon􀆳sSuccessionOathDocumentsReconsideredinLightofthe
TayinatVersion,”Orient４９(２０１４):１４５Ｇ１７０. 另外,劳因格(JacobLauinger)令人信服地指出:EST 实

际上是古代近东文字的大规模生产(massproduction)的一个绝佳范例,估计大约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批

量制作了 约 １１０ 件 副 本 (或 ７３０００ 行 楔 形 文 字 文 本 ), 见 Jacob Lauinger, “NeoＧAssyrianScribes,
‘Esarhaddon􀆳sSuccession Treaty,’ andthe DynamicsofTextual MassProduction,” in Textsand
Contexts:TheCirculationandTransmissionofCuneiformTextsinSocialSpace,eds．PaulDelneroand
JacobLauinger,StudiesinAncientNearEasternRecords９(Berlin: DeGruyter,２０１５),２８５Ｇ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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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形成于约西亚时期(公元前６２１年前后)的«申命

记»(或其早期版本)在语言和思想上无疑受到了约半个世纪前的«以撒哈顿继承

条约»的强烈影响. 这对于理解«申命记»的神学乃至整个«希伯来圣经»的思想

史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冲击. 最核心的问题是,现在我们知道,包括冯􀅰拉德

在内的过去的旧约神学家津津乐道的«申命记»中以以色列对上帝的独一效忠为

核心的盟约神学,其实(竟然)不是希伯来思想或犹太政治神学的“首创”或“原

创”,而是直接来自新亚述帝国意识形态的刺激. 新亚述帝国在过去通常被视为

仅仅是古代东方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征服王朝,在世界史

中被描述为一个“没有使命的帝国”(anempirewithoutmission)①,并未得到世

界史意义上的足够重视,这一认识如今已被推翻. 如当代领军的亚述学家埃卡

特􀅰弗拉姆(EckartFrahm)所说,犹太一神论的诞生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世

界帝国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时期互为表里的事件(当然,这并不是说一

种粗糙的因果决定论).② 希伯来思想真正的深刻性不在于它多么“原创性”地

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观念和新思考,而是在于它对古代帝国意识形态的

“颠覆性接受”(subversiveadaption,奥托语)———以色列必须排他性地独一效忠

的对象不再是伟大的亚述君王,而是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 以色列与上帝之间

的盟约是不可逆转、不可撤销的永约,它规定了二者之间永恒的“君主—附庸”的

同盟关系,也由此规定了以色列的身份和在历史中必须承担的责任. 因此,也唯

有耶和华是历史的真正决定者,以以色列人的守约或背约来决定他们在历史中

的经历———蒙福还是受诅,由此构成申命学派的“救赎历史”的行动框架. 在这

个从政治性盟约到神学性盟约的“颠覆性接受”过程中,其实也改造了以色列的

上帝本身———现在,耶和华实际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上帝,他不再仅仅是过去

以色列人的部落神或民族神(就像以色列的邻居们摩押人有 Chemosh,以东人

有 Qos一样),而是高于一切世间帝国之上的终极的和永恒的帝王.③

①

②

③

参见 ArielBagg, “PalestineunderAssyrianRule: ANewLookattheAssyrianImperialPolicyin
theWest,”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１３３(２０１３):１１９Ｇ１４３.

参见 EckartFrahm, “AssyriaintheHebrewBible”,inACompaniontoAssyria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２０１７),５５６Ｇ５６９.
如施密特所说:“在这个类比中,上帝以亚述皇帝的身份出现,从而具有了帝国的色彩. 因此,即

使«申命记»还没有推进到否认其他神灵存在的理论上的一神论,它对上帝概念的帝国印记也代表了向一

神论发展的重要一步􀆺􀆺在«申命记»中,上帝上升到了绝对主权者的地位. 虽然与传统的关于上帝在以

色列的王国的声明相比,这并不构成绝对的创新,但上帝的权力在这里被设想为与所有世俗的政治权

力———特别是 外 国 权 力———更 紧 密 地 竞 争 并 超 越.” (KonradSchmid, A HistoricalTheologyofthe
HebrewBible,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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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典还是解释? ———«申命记»的文学史性质

在近年的«申命记»研究中呈现出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是«申命记»的文学史性

质问题. 当代的«申命记»及比较法学研究大家列文森(BernardM．Levinson)
在１９９７年提出了这样一个乍看起来十分耸动性的观点,«申命记»作为一个文学

整体其实是一部典型的“伪经”(pseudepigraph):

«申命记»的作者运用词法引用和转换的技巧,尽可能利用旧文本的词

法来制定自己的宗教和法律议程􀆺􀆺换句话说,«申命记»是一部刻意的文

学伪书,其目的是通过将新作品的创新力量置于权威的过去,来掩盖自身的

文学史.从 这 个 角 度 来 看,«申 命 记»中 出 现 了 我 们 熟 悉 的 后 圣 经 时 代

(postＧbiblical)和第二圣殿时期教派文学活动的技巧.这些技巧包括作伪

(pseudepigraphy)、作伪文本转换技巧的解经(exegesis)以及 “重写«圣经»”
(rewrittenBible)现象.①

为了避免贬义色彩,我们在中文中把“伪经”和“作伪”理解为“二次创作”更为妥

帖一些. 列文森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在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宗教史(以及中国

思想史、经学史)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即一些新的文献假托为早先存在的神

圣文本来为自身的合法性作掩护,或通过传抄增删内容,或通过解经“夹带私

货”,或“续写”经文(Fortschreibung),或附会«圣经»人物(如以诺文学),或直接

改编改写«圣经»文本形成新的文本(如«历代志»之于«创世记»«列王纪»).② 在

中国经学中,我们通常区分“经”与“传记”(对经的解释、补充、发展)或“经”与

“纬”(依托附会于经的文本),但这种界限常常是相对的、模糊的甚至是颠倒的,
即使在“经”的文本自身之中,也常常存在(手抄本时代永远不可避免的)伪托、窜
入、删改、讹误,而这些在«希伯来圣经»的传承史和接受史中也都是非常普遍的

现象. 我们在这里要谈的«申命记»的“伪书”性质在于,首先它假定了«出埃及

①

②

Bernard M．Levinson, Deuteronomyandthe Hermeneuticsof LegalInnovation (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７),３３Ｇ３４．
这种现象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常被称为“重写«圣经»”,但晚近的研究对这一概念的准确性也提

出了质 疑, 相 关 的 讨 论 可 参 阅 Molly M．Zahn, Rethinking RewrittenScripture: Compositionand
Exegesisinthe４QReworkedPentateuchManuscripts,STDJ９５(Leiden: Brill,２０１１); MollyM．Zahn,

GenresofRewritinginSecondTempleJudaism:ScribalCompositionandTransmi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２０). 关于摩西传统(或“托拉传统”)在第二圣殿时期的发展,最重要的当

代研究是 HindyNajman,SecondingSinai: TheDevelopmentofMosaicDiscourseinSecondTemple
Judaism,SupplementstotheJournalfortheStudyofJudaism,JSJSup７７ (Atlanta, TA: SBLPress,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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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的出埃及传统、西奈立约传统和“盟约法典”的正典(canon)地位,其次将自

己包装为对西奈立约和律法的重新解释(interpretation),由此依托于前经而将

自己也侧身于经典之列.① 列文森等学者对«申命记»的此种性质及其所使用的

各种技巧已述之甚详. 我们可以注意以下较为重要的三点:
第一,在西奈立约传统中,颁布“盟约法典”(«出埃及记»２０—２３)的说话者是

耶和华本身②(虽然理论上说,这些内容也都必须是通过摩西转述才能为以色列

百姓所知晓和记录下来的,但文本本身告诉我们说话者是耶和华而不是摩西):

２０:１ff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

奴之家领出来􀆺􀆺”

２１:１ff“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

仆􀆺􀆺”

而在«申命记»中,颁布律法诫命的说话者始终是摩西,正如前人早已注意到的,
«申命记»的大结构就是摩西的“五次布道”(«马太福音»中耶稣的“五大讲论”即

继承了这一结构):

１:５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

５:１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

①

②

有学者将这种策略称为“作为取代的解释”(interpretationasreplacement),或者说鸠占鹊巢式的

解释. 参阅列文森和斯塔克特的观点:“«申命记»在文学上直接依赖于«以撒哈顿继承条约»(EST)和«圣

约法典»(CC),但«申命记»的作者并不是孤立地使用这些来源. 相反,正如本文对«申命记»第 １３ 章的简

要探讨所显示的那样,«申命记»对 EST元素的利用既为确定«申命记»的年代提供了一种方法,也为理解

«申命记»对 CC的修订提供了一种途径. 特别是,«申命记»创造性地重新使用亚述的‘继承’主题来作为

它处理 CC律法的指南,也是«申命记»对 CC在修订后继续存在的意图的指南. «申命记»将以色列历代

律法集与亚述历代国王进行了隐含的类比,试图通过利用 CC的威望来确保自身的合法性. 然而,«申命

记»最终还是忍不住要对其法律遗产进行论战:作为一个值得尊敬的继承者,它的意图是完全取代它的前

身.” [Bernard M．Levinson andJeffrey Stackert, “Betweenthe Covenant Codeand Esarhaddon􀆳s
SuccessionTreaty: Deuteronomy１３andtheCompositionofDeuteronomy,”JournalofAncientJudaism
３(２０１２):１４０]

值的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古代近东的法律传统中,立法者无一例外都是伟大的国王(如著名的

«汉谟拉比法典»),虽然在这些法典中国王会自我宣称,是沙玛什(太阳神、公义与司法之神)授予了他智

慧和能力来制定公平的法律云云,但法律的颁布者无疑是国王而非神明,而唯独到了摩西五经这里,立法

者不再是国王而是上帝本身,法律也因此具有了超越具体“人治”的绝对性,这一转变在古代近东乃至人

类思想史上都属一个突破性的 变 化. 对 这 一 问 题 的 研 究 是 苏 黎 世 大 学 正 在 进 行 的 欧 盟 研 究 委 员 会

(ERC)重大课题“上帝是如何成为立法者的?”(HowGodBecameaLawgiver?)的内容,阶段性的进展参

见 KonradSchmid, “DivineLegislationinthePentateuchinitsLateJudeanandNeoＧBabylonianContext,”

inTheFallofJerusalemandtheRiseoftheTorah,eds．PeterDubovsky, DominikMarkl,andJeanＧ
PierreSonnet(Tübingen: MohrSiebeck,２０１６),１２９Ｇ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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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

３１:１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

３３:１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

说话者在耶和华与摩西之间的变化反映出的既是后来希伯来传统中对律法和先

知的关系的理解(律法是神的启示,先知是启示的中介即律法的解释者和守护

者,所以 Torah和 Navi‘im 是“经”与“传”的关系),其实也是«申命记»与«出埃

及记»的文本间关系. 西奈立法是根本的、绝对的和一次性的启示,但这并不排

除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进一步对它作出解释,尽管这种解释并不是真正的注

疏意义上的解释,而是为了赋予«申命记»正典地位的一种手段. 一言以蔽之,
«申命记»并 不 将 自 己 表 述 为 “神 法” (divineLaw),而 是 “神 圣 的 法 律 解 释”
(divineinterpretationoftheLaw).

第二,«申命记»的文学核心即“申命法典”(”DeuteronomicCode”,«申命记»

１２—２６)很自觉和清晰地将自己呈现为对“盟约法典”的补充、完善和修正. 在这

方面前人之述备矣①,在此仅举一个例子:

你若买一个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

白地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
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

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

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

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出埃及记»２０:２—６)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

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

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地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

样给他.要记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

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
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

了.你待婢女也要这样.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因他服侍你六

年,较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

赐福于你.(«申命记»１５:１２—１８)

① 除前揭列文森的著作外,亦参见JeffreyStackert, RewritingtheTorah: LiteraryRevisionin
DeuteronomyandtheHolinessLegislation,FAT５２(Tübingen: MohrSiebeck,２００７); KevinMattison,

RewritingandRevisionasAmendmentintheLawsofDeuteronomy, FATII１００ (Tübingen: Mohr
Siebeck,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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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类似这样的明显同一条法律的不同表述称为«圣经»中的“同源法”
(cognatelaw). 在这个“奴隶法”①的例子中,核心的规定(七年释放奴隶)是不变

的,但我们可以看到“申命法典”的版本明显作出了两点重要的调整:第一,将句

式从“你若买“改为”若有人被卖“,实际上隐含了对奴隶制的否定,同胞之间的奴

隶买卖不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常规行为,而只能是有人迫不得已”被卖“,作为一

个既成事实的情况下这条法律才有效. 第二,在法条的最中间“申命法典”补充

了这条法律的法理依据,是基于出埃及传统的历史性依据. 而这在“盟约法典”
中是不必要的,因为它将自身表述为上帝在西奈山上神圣的启示,其正当性是毋

庸置疑的. 但正是“申命法典”的律法解释性质使得这一法理依据的补充成为必

要的:律法之所以这样规定,不仅因为它是上帝颁布的,还在于它是神学上合理

的. 在这个例子中,«申命记»的法律解释性质也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第三,«申命记»的一大文学特征还表现在“叙事”与“论证”的强烈结合,这表

现在它大量使用解释性的分句,将出埃及传统中的内容放在前面,然后用“这是

因为”“这是为了”“这是要”的连接词来阐释它的意义:

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

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 这样的大事何曾

有,何曾听见呢? 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
事、争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

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 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

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申命记»４:３２—３６)

这段气势非凡的名句很好地体现了«申命记»的解释技巧. 如果仔细阅读文本的

话,我们会发现从逻辑上讲,其实前面的内容(西奈神显,神迹奇事,出埃及)并不

能直接得出“唯有耶和华是神”的独一神论的结论———它们只能证明耶和华的伟

大,但并不能真正证明别神的虚假. 但这种解释学的沟壑是被«申命记» 的解释

学技巧所巧妙地掩盖下去的,这种技巧类似于童话故事里常见的“这个故事告诉

我们一个道理”,并不是这个道理本身是对故事唯一合理的解释,而在于说话者

所占据的位置和声音(voice)赋予了解释的力量.
以上三点可以简明地表现出今日学界的共识,«申命记»在文学性质上是一

部依托于出埃及和西奈传统(经)的解释性作品(传或记),或者诚如列文森所说,

① 关于摩西五经中三个版本的“奴隶法”[还包括“圣洁法典”(HolinessCode)即«利未记»中的一

处]的综合研究,参见BernardM．Levinson, “TheManumissionofHermeneutics: TheSlaveLawsofthe
PentateuchasaChallengetoContemporaryPentateuchalTheory,”inCongressVolumeLeiden２００４,ed．
AndréLemaire(Leiden: Brill,２００６),２８１Ｇ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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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部刻意编写的“伪书”(不带贬义)———尽管可能是圣经传统中最伟大、最高

超的“伪书”. 这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撼动了冯􀅰拉德对«申命记»的整体估

计. 尽管我们不否认«申命记»以其超凡的文学和思想的整合能力,将先前的传

统保留下来并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但这一事实起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寻

找五经或«希伯来圣经»中的应许、盟约和救赎的神学的话,«申命记»并不是一个

恰当的文本起点. 我们至少需要追溯到它高度依附的«出埃及记»,再抽丝剥茧

地去分析«出埃及记»更为原初的思想资源,并从这种“经典—解释—解释的经典

化«申命记»—经典的再解释(申命历史作为«申命记»的“传记”)”的永无止境的

解释学过程中,去把握旧约政治神学的起因和演变,而不是将任何一本圣经书卷

或其中表达的某个思想视为一个稳定的静态的起点———这也是冯􀅰拉德最受到

批评的方法论问题.
冯􀅰拉德的旧约神学体系的一个支柱,是他认为在«申命记»中找到了这样

的一个坚实的起点,即２６:５—１１的“短历史信经”(ShortHistoricalCredo)①:

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

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

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
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

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

初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

神下拜.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

的一切福分欢乐.

冯􀅰拉德认为,在这短短数行经文内完整地涵盖了摩西五经最核心的神学

主题:亚伯拉罕、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贯之以上帝不断的保守和赐福. 所谓传

承史或传统史,无非在于确定一传统然后观察其流变. 冯􀅰拉德认为他在“短历

史信经”中,找到了像后来基督教的«使徒信经»或«尼西亚信经»一样的古以色列

传统史的核心,于是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观察这个传统是怎样被表达和展开的.
但这个假定本身建立在 一 个 相 当 薄 弱 的 基 础 上,即 “短 历 史 信 经”的 性 质 问

题———它究竟是不是一个古老的文本? 又是不是像«使徒信经»一样是古以色列

① 参见 GerhardvonRad, “TheFormＧCriticalProblemoftheHexateuch,”inTheProblemofthe
HexateuchandOtherEssays (London: T&TClark, １９３８), １Ｇ７８; GerhardvonRad, OldTestament
Theology, Vol．１(London: WestminsterJohnKnox,１９６２),１２９,１６６,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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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核心的信仰告白? 近数十年来的研究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首

先,由于它明确提到了亚伯拉罕的传统,而确凿的文学史研究表明这个来自南国

犹大的地方性家族叙事是在很晚(至少被掳时代)才和北国的雅各、出埃及叙事

结合在一起的.① 其次,古以色列人并没有像基督教的信经和要理问答一样的

权威的信仰告白,相反基督教的信经可能反而是在希腊化哲学的刺激下诞生的,
实际上是异质于古以色列或早期犹太教的.② 冯􀅰拉德在这里无疑犯了一个时

空错置(anachronism)的想当然的错误. 虽然我们不能轻率地说这样一来他的

整个神学建构的大厦就”轰然倒塌“了,但这至少解释了为什么当代旧约神学会

认为他的体系包含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内在困难.

四、结语:救赎历史与生存神学

在本文的最后,简要地回顾一下«申命记»全书的基本结构将是有益的:«申

命记»共３４章的内容中,夹在中间的核心是１２—２６章的“申命法典”:向后,２７
章关于过约旦河的宣讲与«约书亚记»明显具有较强的文本间性,应是在«申命

记»延伸至“申命历史”的过程中向前者反向插入的(或与«约书亚记»处于同一编

修层);２８—３０章是祝福和咒诅,３１—３４章可以简单地说是四个依次递补追加在

书末的四篇附录(３１章是引出«约书亚记»的叙事性结语,３２和３３章是两首被归

给摩西的语言上远早于«申命记»的古风诗歌,最后的３４章则又是为了给整个摩

西五经作结而追加的一个叙事性附录);向前,１１章同样是关于祝福和咒诅的说

明,而１—１０章的结构则相当错综,包含穿插着对旷野经历的回溯、十诫、“示

玛”、一神论宣言(整个４章)等不同文体和神学特征的内容,显示出复杂的形成

和编修历史. 但十分清楚的是,夹在“申命法典”两侧的１１章和２８—３０章构成

①

②

相关 讨 论 众 多, 可 参 见 MatthiasKöckert, “DieGeschichtederAbrahamüberlieferung,” in
CongressVolumeLeiden２００４(Leiden: Brill,２００６),１０３Ｇ１２８. 中文学界对这一问题已有的(从传统底

本学说角度出发的)说 明,可 参 见 游 斌 YouBin, «希 伯 来 圣 经 的 文 本、历 史 与 思 想 世 界» [TheText,

HistoryandIdeologicaloftheHebrewBible](北京 [Beijing]:宗教文化出 版 社 [ChinaRligiousCulture
Publisher],２００７),２０２—２０８.

信经(credo/creed)的历史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如“十诫”,«申命记»４章中著名

的“示玛”(ShemaIsrael),或«诗篇»中的一些信仰告白(如«诗篇»７８、１０５、１３５等)就可被视为某种信经的

雏形,然而这种比附是牵强的,从未有证据表明这些文本在早期犹太教中起到了确立共同信仰(尤其是区

分正统和异端)的教条地位. 另外,拉比犹太教中迟到中世纪的迈蒙尼德(约１１６８年),才以类似于信经

的方式提出了他的“十三条原则”(ThirteenPrinciples). 因此,最好将信经的出现理解为一个古代晚期历

史中的独特的、基督教的现象. 参见 DavidZachariahFlanaginetal．, “Creeds,”inEncyclopediaofthe
BibleandItsReceptionOnline (Berlin: DeGruy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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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关于祝福和咒诅的环状对称框架(inclusio),而内容较为简短的前者与更

为丰富的后者则又构成了一个“总说”与“分说”的关系. １１章以精炼的语言表

达了祝福和咒诅的基本原理:

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

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

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

别神,就必受祸.(«申命记»１１:２６—２８)

而如前所述极大可能直接来自«以撒哈顿继承条约»的２８章则用了整整６８
节的内容详细叙述背约将要面临的咒诅,其中特别瞩目的一些内容是:

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

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申命记»２８:２５)
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

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
讥诮.(«申命记»２８:３６—３７)

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

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

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申命记»

２８:６４—６５)

根据“后见者明”(vaticiniumexeventu)的解经原理,这些文段的形成必然

是在公元前５８６年的圣殿毁灭和大流散发生之后. 犹太人(当然,严格而言,此

时还只有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被“耶和华在怒气、忿
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申命记»２９:２８)不是久远

以前遥不可及的预言和警告,而是正发生在眼前的生存事实. 然而,当«申命记»
将这一事实表述为我们的祖先和先知摩西早在约旦河外就向我们发出过的宣告

时,灾难性的历史经验以越过历史的方式得到了克服:原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

切不是没有答案、没有原因的无端受苦(sufferingfornothing)的赤裸痛苦,而是

早已被我们的上帝所提前宣告和预言了的. 从而在至深的创伤痛苦中,有一件

确凿无疑的事足以令我们得到安慰,那就是我们有一位言不虚发的真实的上

帝①,既然上帝与以色列不可更改的盟约是信实的,守约就蒙福、背约就受诅的

① 卡尔(DavidM．Carr)在其创伤研究中这样表述这一残酷的创伤应对机制: “相比一位残酷、暴虐

的上帝,唯一更可 怕 的 是 一 位 根 本 不 在 掌 管 着 历 史 的 上 帝.” [David M．Carr, HolyResilience: The
Bible􀆳sTraumaticOrigins (NewHaven: Yal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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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因果律也必然是信实的. 那么,我们正在经历的咒诅的痛苦有多么真实,我
们在上帝的盟约中将要经历的复兴和蒙福也就有多么真实:

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

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

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
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

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

众多.(«申命记»３０:２—５)

从而,«申命记»的政治神学的力量不仅在于给出了一种(来自新亚述帝国意

识形态的)盟约框架,更在于将这一盟约框架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历史的现场. 它

一方面为公元前５８６年的大灾难提供了一种作为创伤应对机制的说明;另一方

面更重要的是将整个历史确立为上帝的临在、掌管与显现的领域,并且,虽然历

史作为偶然和暴力的领域充满了深刻的不可理解性,上帝在其中掌管以色列的

命运的亘古不变的方式不是隐秘的,而是已经通过摩西及其«托拉»向着以色列

人敞开的启示: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

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申命记»２９:２９)

这“明显的事”就是已经“陈明在你面前”的“生死祸福”(«申命记»３０:１５)的

奥秘:守约(遵行律法/«托拉»)就蒙福,背约(违背律法/«托拉»)就受咒诅. 从

而,不仅以色列过往的全部历史(«约书亚记»«列王纪»)被化约为了证实这一历

史因果律的一系列注脚,而且“其后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整个从今时直到永远的以色列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无不服从于这一历史因果

律的支配,并将不断证明其正确性. 虽然这一原则在今天看来仿佛是一种相当

粗糙的“二极管”式的理解方式,仿佛完全忽视了经验领域(像古希腊人在悲剧中

意识到的“命运”那样)究其终极的荒谬性和不可理解性.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是,这一神学信念的高明和强韧之处恰恰在于将纷繁的经验领域表述为最为简

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生存伦理学: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
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
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
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申命记»３０:１１—１４)

未了的问题是:当线性的历史因果律与极端的经验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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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为什么忿怒仍未止息、以色列/犹太人仍然生活在流散和外族的压迫中的追

问,并不是简单地推倒了这种历史神学的合法性,反而将其转化为一种更为激进

的历史现象的形式———末世论. 如同流行语说:“正义虽迟但到.”如果当来的报

复和奖赏都还没有按历史因果律期待的方式来到,那么不可能是上帝错了或规

律出了问题,而只可能是上帝选择以一个迁延滞后的时间差来执行最终的报复

和奖赏,一次性地使世界的天平重归平衡. 理想化的机械决定论与纷纭难解的

历史现实之间的不对称性,被转化为当下的时间与终末的时间之间的不对称性,
但无论如何,以色列的上帝终将在时间的尽头处证明他的信实,而整个世界历史

也因此不再是地上兴亡变幻的帝国和霸欲的领域,而是有着“亚述皇帝般的面

容”①的上帝神显的领域.
最后,我们仍需看到,«申命记»或申命学派的这种历史—政治神学尽管在

«希伯来圣经»的“交响曲”中是一个强劲回响的“声部”,但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

后者当中全部的政治神学思想,仍然有其他的“声部”在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是

与之针锋相对的声音. 这包括«以西结书»中对申命神学的“集体罪责”和“罪责

的代际传递”观念的否定②;«约伯记»中对约伯的三个朋友的嘲讽③;智慧文学

(如«传道书»)中所体现出的怀疑主义④;等等. 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祭司学

①

②

③

④

DavidM．Carr, HolyResilience:TheBible􀆳sTraumaticOrigins,３５．
申命神学将以色列视为一个整体来判断其是非祸福,而对这个整体的奖赏或报应往往存在难以

解释的时间差,体现在申命历史中的难以解决的例子包括:约西亚王的义行不能使犹大免于灭亡的命运,
甚至不能让他自己免于死于非命,相反,在他之前的玛拿西王的恶就已经注定了犹大将要毁灭的命运

(«列王纪下»２４:２６—２７). 申命历史对这一段历史的解释是因果错乱而且较为牵强无力的. «以西结书»

１８章用谚语“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讽刺了申命神学中的这种“罪责的代际传递”观念,强调

罪责追溯和报应的主体不发生在集体层面而是在个体层面,人不需要为自己没有做的事(无论是他的父

亲、家族还是民族犯下的罪)承担道德责任和法律后果,这一观点被认为是世界法律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

突破.
约伯的三个朋友在不同程度上都秉持着申命神学的观点,即坚信前述的机械决定论,从约伯必

然是犯了隐秘的罪、公义良善的上帝不可能无缘无故使义人受苦等角度捍卫申命神学的神义论,然而这

一切论证在«约伯记»中其实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从一开始读者就已经知道,约伯就是一个“完全的义

人”,他的受苦就是无缘无故的.
例如,«传道书»２:１６:“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记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 可叹智慧人死

亡,与愚昧人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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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P)的挑战.① 祭司学派与申命学派共同分享了耶和华独一神论等核心神学

概念,但在两个关键的地方对申命神学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和修改:

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

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

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创世

记»２８:１４)②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

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

你得福.”(«创世记»１２:１—３)

这两处文本首先涉及的是对于流散状态的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 在前引

«申命记»２８章中,犹太人失去国土、被敌人掳去、“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是

离弃耶和华的律法诫命所遭受的最严厉的咒诅. 然而在«创世记»的列祖叙事的

①

②

«耶路撒冷»在第１５７页注释３中认为祭司派是三四世纪(即比«申命记»的神学要晚得多)的另一

派独立发展,这是不对的. 祭司派与申命派应当是“同时而稍后”的关系,各有其渊源,彼此有共识(如耶

和华独一崇拜,上帝与以色列约的关系),但也充满着差异、对话和论辩关系. 如作者在第１４９页注释１
中提到的当代五经形成研究最重要的权威之一布鲁姆(ErhardBlum),就假设五经形成于波斯时代朱迪

亚两个 平 行 存 在 的 知 识 团 体, 分 别 各 自 整 理 了 一 份 权 威 文 献, 他 称 为 “KD” (deuteronomistishen
Komposition,申命结集)和“KP”(priesterlishenKomposition,祭司结集),在两派相持不下、无法说服对方

的情况下,双 方 妥 协 将 KD 和 KP 合 并 修 订, 形 成 今 日 摩 西 五 经 的 基 本 样 貌. 参 见 ErhardBlum,

StudienzurKompositiondesPentateuch,BZAW１８９(Berlin: DeGruyter,１９９９). 当然,布鲁姆的二重结

集学说并非今日唯一合理有效的学说,但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五经中的非P文本能否用“申命结集”来加以

概括,还是存在着更复杂和多元的复合来源. 一部分学者认为存在着同时前P前D的“原始六经”(ProtoＧ
Hexateuch)或 “原 始 出 埃 及—征 服 叙 事” (ProtoＧExodusＧConquestＧNarrative), 如 ReinhardKratz, Die
Komposition der erzählendenBücher des Alten Testaments: Grundwissen der Bibelkritik, UTB
Theologie２１５７ (Göttingen: Vandenhoeckund Ruprecht, ２０００). 而 更 多 的 学 者 则 遵 循 伦 特 多 夫

(Rendtorff)学派的观点,强调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前P五经的来源(source),而只有不同的小文本单元在自

身文学史中经历不断的修订、扩充和组合而形成的大文本单元,即原初历史(«创世记»１—１１)、列祖叙事

(«创世记»１２—５０)、出埃及叙事(«出埃及记»１—１５,１８)、西奈叙事(«出埃及记»１９—２３)等. 关于当前五

经编集研 究 的 不 同 模 型 及 其 评 价, 最 好 的 总 结 是 RainerAlbertz, “TheRecentDiscussiononthe
FormationofthePentateuch/Hexateuch,” HebrewStudies５９(２０１８):６５Ｇ９２.

关于本节的文学史归属问题存在一定争议. 传统上底本学说将其视为J文本,而较新的研究因

放弃J源的假设称其为后P文本或“波斯时代的非P文本”. 然而,考虑到该文本中所体现出的与申命学

派颇为不同的“世界主义”的立场和对流散的积极看法,我们仍可以粗略地说这是一段受到 P的影响或与

P存在密切联系的后P文本. 关于本节的详细讨论,参见 KonradSchmid, “TheDiasporaasBlessingfor
theNations: The Caseof Gen２８:１４,” inYahwistic Diversity andthe Hebrew Bible: Tracing
PerspectivesofGroupIdentityfromJudah,Samaria,andtheDiasporainBiblicalTraditions, eds．
BenediktHensel, DanyNocquet,andBartoszAdamczewski(Tübingen: MohrSiebeck,２０２０),７９Ｇ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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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许中,亚伯拉罕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创世记»２２:１７)本身就暗

含了一种犹太人将广泛散布在大地表面而非聚居一处的隐喻. 更直接的是这里

体现的对流散的积极理解:“向东西南北开展”将成为“万国得福”的条件或阶梯.
犹太人之所以会散落在世界各处,是为了给地上的万国万族带来祝福. 换句话

说,流散状态不仅不是历史的灾难、背约所引发的上帝愤怒的结果,而恰恰相反

是上帝向列祖施加的应许和祝福的内容. 这种“世界主义”包含着更为开放和自

信的理解历史的方式,也比申命神学的灾难性解释更适合生活在波斯帝国各处

的犹太社群自我认同的需求.
另外,祭司神学中的“约”的概念与申命神学有显著的不同:如前所述,申命

神学的盟约概念来自古代近东条约文化,强调的是立约双方各自都有服从条约

的权利、义务和相应违约的代价. 而祭司神学的亚当之约(«创世记»１:２８—３０)、
挪亚之约(«创世记»９:８—１７)和这里的亚伯拉罕之约,都是上帝单方面的应许和

祝福(blessing),并未规定立约另一方的权利、义务,自然也不包含以色列守约的

蒙福和背约的咒诅的规定———单方面的应许唯独来自上帝的恩赐,不以以色列

的意志为转移. 这种截然不同的约的概念在«新约»和早期基督教中演化为“恩

典”(χáρις)的重要概念. 新教系统神学又据«旧约»文本将约区分为“无条件的

恩典之约”(covenantofgrace)和“有条件的工作之约”(covenantofworks).①

实际上,改革宗神学恰恰是以独到的眼光注意到了«旧约»文本中内在包含着的

祭司盟约神学与申命盟约神学之间的差异.
祭司神学的世界观基本上是一个静态的和谐宇宙,这与犹太人在波斯帝国

统治下相对和平而优渥的生活有关,上帝的宇宙性审判发生在过去(大洪水)而

不是未来,复兴以色列国不是必须的,因为上帝完全可以任命外邦君王(如居鲁

士)作为他所拣选的“受膏者”(弥赛亚),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在上帝对宇宙的和谐

统治中使自身合乎于这种秩序,从而导向了祭司学派对于洁净、礼仪和节期的特

别关注,也深刻影响了日后第二圣殿晚期犹太教和拉比犹太教的发展方向. 因

此,在对«希伯来圣经»中的“政治神学之根”的追溯中,«申命记»之外的祭司文献

同样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察视角. 此外,智慧文学、启示文学和«死海古卷»
宗派文献中所体现的形形色色小传统独特的理解政治和历史世界的不同方式,
也都在这部精彩的“交响曲”中演奏着各自的声部. 从而,在冯􀅰拉德的基础上,
对希伯来传统的政治神学作更进一步的介绍与阐发,应当是从看到“硬币的一

面”看到“硬币的两面”甚至“多面”. 从这些不同线索的互动和交错中,关照出更

多的神学脉络和思想源流,以期获得更为整全的思想史和文明史视野. 这将是

笔者继续努力的方向.

① 参见 LouisBerkhof伯克富,«系统神学»[SystematicTheology],随真 SuiZhen译(洛杉矶[Los
Angeles]:麦种传道会[AKernelofWheatChristianMinistries],２０１９),５２２—５２９.


